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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大田试验，探讨不同用量土壤调理剂对镉污染农田土壤养分、质地、微团聚体、酶活性及微生

物数量等影响。试验设置 T0、T1、T2、T3、T4 和 T5 共 6个处理，对应添加土壤调理剂0、1500、3000、4500、6000

和 7500kg·hm-2。结果表明：施用土壤调理剂后增加了土壤 pH值(0.66%～6.75%)、阳离子交换量(22.68%～64.45%)、

碱解氮(7.94%～29.26%)和速效钾(0.28%～21.99%),而对土壤质地、有效磷、微团聚体组成影响较小；影响了土壤

微生物环境，抑制了脲酶、过氧化氢酶活性以及细菌和放线菌数量。土壤调理剂通过影响土壤理化性质及微生物环

境，降低了土壤有效态镉(12.34%～24.78%)和糙米镉含量(7.69%～64.10%)。相关性表明：施用量与土壤 pH值、阳

离子交换量、碱解氮和速效钾呈显著正相关，而与有效磷、脲酶和过氧化氢酶呈显著负相关，但与土壤有效态镉和

糙米镉相关性不明显。综上，从镉污染修复效果、土壤环境影响及经济成本考虑，以 T2(3000kg·hm-2)处理效果最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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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随之带来的“三废”问题及化肥的不合理使用，造成农田土壤重金属问题日益严重[1]。2014

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报道，我国耕地土壤重金属总超标率为 16.1%,其中镉(Cd)点位超标率为 7.0%[2],镉污染问题严

重威胁着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并通过食物链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3,4]

。其中原位钝化技术是农田镉污染修复重要举措，是

指向镉污染农田中添加土壤调理剂/钝化剂，通过沉淀、吸附、络合及氧化-还原等作用[5,6],改变土壤中镉的赋存形态，降低其生

物有效性和环境迁移性，进而影响水稻对镉的吸收[7,8]。原位钝化技术具有经济、快速、操作简单等特点[9,10],是大面积农田镉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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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修复的首选。 

研究发现施用土壤调理剂不仅可以显著提高土壤pH值，而且能有效降低土壤有效态镉和水稻各部位镉含量
[11～13]

。但土壤调

理剂并未改变农田土壤中总镉含量，只是暂时的减少了镉的生物有效性[14,15],而往往忽视了土壤调理剂可能会对土壤养分、质地、

团聚体、酶活性、微生物数量等土壤生态环境因素造成的不利影响[16,17]。目前大部分有关土壤调理剂镉污染修复试验缺少使用量

的探究，并局限于培养或盆栽试验[18,19],修复效果与调理剂的添加量密切相关，找到最佳的调理剂使用量在实际应用中具有重要

意义[20]。所以在使用土壤调理剂时要在经济、实用性基础上充分考虑其对土壤生态环境影响。 

本试验中选用的土壤调理剂是纯天然矿物原料制备而成[21],主要成分为 CaO、SiO2等，pH为 9.5～10.5,已有研究表明施用该

调理剂对农田镉污染土壤具有良好的修复效果，能有效降低糙米镉含量
[22,23]

。但不同土壤调理剂用量下对镉污染农田土壤修复效

果如何，修复过程中是否会影响土壤生态环境，是否可以通过优化使用量、改善土壤理化性质进而提高修复效果等问题值得深

入研究。基于此，选择该土壤调理剂为试验材料，研究了不同用量下土壤调理剂对农田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物性状等影响，解

析不同用量、修复效果和土壤环境的关联性，并结合实际农田生产，获得用量少、效果佳的土壤调理剂，为评价土壤调理剂对

镉污染农田土壤生态环境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对农业生产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试验区选择在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高坑镇新华村附近(27°37′52″N,113°59′16″E),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温 17℃,

年均降雨量 1600mm。本试验田土壤为红壤性水稻土，2016 年中稻收获后土壤检测结果：0～20cm 土壤 pH 值为 5.98,有机质为

33.51g·kg-1,阳离子交换量为 9.8cmol·kg-1,容重为 1.03g·cm-3,速效钾为 174.36mg·kg-1,有效磷为 17.21mg·kg-1,碱解氮为

165.57mg·kg-1,土壤总镉含量为 0.74mg·kg-1,超过国家二级标准 0.30mg·kg-1,污染程度属于中度，土壤有效态镉含量为

0.30mg·kg-1,中稻糙米镉含量为 0.58mg·kg-1,超过国家标准0.20mg·kg-1。 

1.2 试验设计 

本试验共设计 6个处理，分别为 T0、T1、T2、T3、T4 和 T5 处理，对应添加土壤调理剂 0、1500、3000、4500、6000 和 7500kg·hm-2。

每处理重复 3次，共18个小区，每个小区面积为 30m2(10m×3m),随机区组排列。为防止各小区间影响，所有处理采用单排单灌，

在原有 20cm 高田埂的基础上再用塑料薄膜进行加固。试验选用的土壤调理剂型号为 SAMMNS
®
-SAX1,来自于江西省萍乡市某材料

公司，该土壤调理剂[22]采用纯天然矿物原料制备而成，并含有丰富的钙、镁、钾、硅等元素，试验材料经检测含钙(Ca)为 6.99%、

镁(Mg)为 4.49%、硅(Si)为 1.6%等，pH 值为 10.39,细度(粒径≤250μm)为 99.8%,砷(As)的含量为 1.0mg·kg-1、铅(Pb)的含量

为 16.0mg·kg-1、镉(Cd)的含量为 2.8mg·kg-1、铬(Cr)的含量为 21.4mg·kg-1和汞(Hg)的含量为 0.0mg·kg-1。试验中使用的土

壤调理剂镉含量为 2.8mg·kg-1,符合标准[24]规定的水溶肥料中镉≤10mg·kg-1的限量要求。为了使土壤调理剂与农田土壤混合均

匀，在水稻种植前 5d与整地翻耕一次性撒施。 

试验供试中稻品种为晶两优华占，由晶 4155S×华占选育而成，属于籼型两系杂交水稻，由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中国水稻研究所育种，审定编号为“国审稻 2016022”。晶两优华占具有氮高效、镉低积累的特点，2016 年被湖南省农业厅

认定为应急性镉低积累水稻品种，并作为湖南省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政府采购品种。试验地 2016年种植

中稻，冬季闲置，水稻于2017年5月16日播种，采用湿润水育秧，6月11日施基肥，6月20日同规格移栽，移栽密度为20cm×26cm,

在 9月 28 日采集稻谷及相对应的土壤样品。田间施肥、病虫害管理和种植密度按当地农业生产实际情况进行。肥料施用：移栽

前整田时施 45%复合肥 600kg·hm-2作基肥，移栽后 8d施尿素 600kg·hm-2作蘖肥，孕穗初期施尿素、氯化钾 600kg·hm-2作穗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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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样品分析 

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收获期间采集土壤和植株样，采用 5 点取样法对各小区进行水稻样品的采集，同时采集水稻根系附近

的土壤(0～20cm)。将收获的稻米，用去离子水冲洗，在 105℃杀青 10min,然后在70℃下烘干至恒质量，将植物样品粉碎备用，

稻米 Cd 含量用微波消解-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25],分析过程中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镉的测定[GB5009.15-2014],检出

限为 0.001mg·kg-1,Cd的回收率在 96%～102%,同时做空白试验。土壤有效镉用0.1mol·L-1CaCl2消煮和浸提，采用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测定[26],分析过程中以土壤质量有效态镉的测定[GB/T23739-2009],检出限0.005mg·kg-1,Cd的回收率在92%～99%,同时做

空白试验。土壤理化性质参照文献[27]中提到的方法测定，土壤 pH值采用电位法测定；阳离子交换量采用乙酸铵交换法测定；

速效钾采用乙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有效磷采用碳酸氢钠浸提-钼锑抗分光光度法测定；碱解氮采用碱解扩散法测定；土

壤质地采用比重计速测法测定；微团聚体采用吸管法测定；脲酶采用苯酚钠-次氯酸钠比色法测定；过氧化氢酶采用高锰酸钾滴

定法测定；蔗糖酶采用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酸性磷酸酶采用磷酸苯二钠比色法测定；微生物数量采用培养基法测定。 

1.4 数据处理 

采用 Microsoft Excel2010 软件对数据进行前期处理，本试验所有数据计算和统计分析通过 R 语言统计软件进行

(www.r-project.org,R3.5.3),方差分析采用 R 语言程序包 vegan 完成，并通过 TukeyHSD 检验法对各处理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P<0.05),相关性分析采用 R语言程序包tidyverse 和 cowplot 完成，所有制图通过 R语言软件程序包 ggplot2 完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用量土壤调理剂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如图 1所示，施用不同用量土壤调理剂后土壤 pH值均有不同程度提高，与 T0(对照)处理相比，T1、T2、T3、T4 和 T5 处理

土壤 pH值分别增加了0.66%、1.65%、2.64%、3.95%和 6.75%,且 T5 处理土壤 pH值显著高于 T0和 T1 处理(P<0.05,图 1A)。各处

理阳离子交换量增加了 22.68%～64.45%,且 T4 和 T5 处理阳离子交换量显著高于 T0 和 T1 处理(P<0.05,图 1B);各处理碱解氮增

加了 7.94%～29.26%,且 T5 处理碱解氮显著高于 T0 和 T1 处理(P<0.05,图 1C);各处理有效磷减少了 11.21%～36.08%,以 T5 处理

有效磷减少最为明显(图 1D);各处理速效钾增加了 0.28%～21.99%,且 T3、T4 和 T5 处理速效钾显著高于 T0处理(P<0.05,图 1E)。 

2.2 不同用量土壤调理剂对土壤质地的影响 

如图2所示，施用不同用量土壤调理剂与对照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T0处理土壤质地大致为：粉粒含量为 44.65%～52.58%,

黏粒含量为 27.80%～30.18%,砂粒含量为 17.24%～26.55%;土壤调理剂土壤质地大致为：粉粒含量为 46.07%～57.13%,黏粒含量

为 25.58%～30.47%,砂粒含量为 14.67%～26.11%。与 T0相比，T1、T2、T3、T4 和 T5 处理土壤粉粒增加了 4.81%～11.40%,其中

T1 处理粉粒含量增加最多(图 2A);各处理土壤黏粒减少了 0.93%～4.04%,其中 T3 处理黏粒含量减少最多(图 2B);各处理土壤砂

粒减少了 8.20%～23.16%,其中 T1处理砂粒含量减少最多(图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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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不同用量土壤调理剂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注：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P<0.05),下同. 

 

图 2不同用量土壤调理剂对土壤质地的影响 

2.3 不同用量土壤调理剂对土壤微团聚体的影响 

从图 3所示，施用不同用量土壤调理剂的土壤微团聚体颗粒组成所占比有所不同，对于 2～0.25mm粒级，与 T0相比，T1、

T2、T3、T4 和 T5 处理减少了 2.55%～4.64%;对于 0.25～0.05mm 粒级，各处理增加了 6.96%～13.37%;对于 0.05～0.01mm 粒级，

各处理减少了 4.10%～9.85%;对于 0.01～0.005mm 粒级，各处理增加了 1.10%～5.73%;对于 0.005～0.001mm 粒级，除 T4 和 T5

处理分别增加了 5.08%和 15.90%,其他处理减少了 1.29%～8.22%;对于<0.001mm 粒级，除 T1 处理外，其他处理增加了 7.27%～

24.13%。 



 

 5 

2.4 不同用量土壤调理剂对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数量的影响 

从图 4 所示，施用不同用量土壤调理剂的大部分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数量受到抑制，与 T0相比，T1、T2、T3、T4 和 T5 处

理土壤脲酶活性降低了 2.69%～43.73%,其中 T4 处理显著低于 T0 和 T3 处理(P<0.05,图 4A);各处理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降低了

0.62%～11.96%,其中 T3 处理过氧化氢酶活性降低最多(图 4B);与 T0 相比，T1 和 T3 处理土壤蔗糖酶活性分别降低了 22.46%和

10.45%,其他处理蔗糖酶活性增加0.34%～4.78%(图4C);各处理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增加了0.19%～143.27%,其中T1处理酸性磷

酸酶活性显著高于 T0 处理(P<0.05,图 4D);各处理土壤细菌数降低了 18.51%～60.85%,其中 T2 和 T5 处理细菌数显著低于 T0 和

T3(P<0.05,图 4E);各处理土壤真菌数增加了 12.62%～88.74%,其中 T2处理真菌数增加最多(图 4F);与 T0 相比，T1和 T2 处理土

壤放线菌增加较多，其他处理土壤放线菌数降低了 31.21%～35.47%(图 4G)。 

 

图 3不同用量土壤调理剂对土壤微团聚体的影响 

2.5 不同用量土壤调理剂对土壤有效态镉和糙米镉的影响 

从图 5 所示，施用不同用量土壤调理剂土壤有效态镉和糙米镉均有不同程度降低，与 T0 相比，T1、T2、T3、T4 和 T5 处理

土壤有效态镉含量降低了 12.34%～24.78%,其中 T2处理土壤有效态镉含量显著低于 T0处理(P<0.05,图 5A);与 T0 相比，T1、T2、

T3、T4 和 T5处理糙米镉含量分别降低了 7.69%、53.85%、64.10%、39.74%和 17.95%,其中 T2 和 T3处理糙米镉含量显著低于 T0

处理(P<0.05,图 5B)。 

2.6 相关性分析 

从图 6 所示，土壤调理剂施用量与土壤理化性质、有效态镉和糙米镉相关性表明，它们之间具有较明显的相关性。土壤 pH

值(R=0.73,P<0.001,图 6A)、阳离子交换量(R=0.53,P<0.05,图 6B)、碱解氮(R=0.61,P<0.05,图 6C)和速效钾(R=0.59,P<0.05,

图 6E)与土壤调理剂施用量呈显著性正相关，土壤 pH 值、阳离子交换量、碱解氮和速效钾随施用量增加而增加。土壤有效磷

(R=-0.50,P<0.05,图 6D)、脲酶活性(R=-0.45,P<0.05,图 6O)和过氧化氢酶活性(R=-0.63,P<0.01,图 6P)与土壤调理剂施用量呈

显著性负相关，土壤有效磷、脲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随施用量增加而减少。施用量与其他土壤理化性质、土壤有效态镉和糙米

镉含量相关性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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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不同用量土壤调理剂对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数量的影响 

 

图 5不同用量土壤调理剂对土壤有效态镉和糙米镉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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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土壤调理剂施用量与土壤理化性质、有效态镉和糙米镉含量的相关性分析 

注：*为 P<0.05,**为 P<0.01,***为 P<0.001. 

3 讨论 

3.1 土壤调理剂对土壤理化性质、酶活性和微生物数量的影响 

研究表明施用土壤调理剂可以调节土壤酸碱度、改善土壤结构、活化土壤养分和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等[28]。本研究中，施

用土壤调理剂增加了土壤 pH值、阳离子交换量、碱解氮和速效钾。试验中土壤调理剂呈碱性，pH为 10.39,试验材料本身pH值

很高，含有丰富的碱性基团[22],不仅可以降低土壤酸性，且丰富的钾、镁、纳等阳离子产生离子交换和沉淀作用，降低了土壤氢

离子，从而达到调节土壤 pH 值，改良土壤酸性的效果。土壤调理剂采用纯天然矿物原料制备而成，主要成分为 SiO2,研究表明

硅钙物质可以提高土壤 pH[29],硅酸盐类物质中有效二氧化硅在土壤中发生水解作用产生羟基使土壤和植物根际 pH 值上升[30]。李

超等
[31]

研究发现土壤 pH与土壤调理剂用量呈极显著正相关，与本研究内容相类似。土壤调理剂含有一定量的硅、镁、钾、钠等

离子，具有阳离子交换性，增加了土壤中的阳离子交换量[32],且土壤调理剂中硅迁移到黏土颗粒表面取代土壤中的钾、钠等阳离

子[33]。试验中土壤调理剂施用量与土壤 pH值、阳离子交换量、碱解氮和速效钾呈显著正相关，而与有效磷呈显著负相关。由于

试验材料呈碱性，且含有丰富的碱性基团，可以降低土壤酸性，通过增加钙、镁等阳离子的含量，使得土壤中的重金属有些被

交换吸附，增加土壤中阳离子含量，土壤调理剂由许多天然矿物而成，这些基础原料本身可能就含有一定量的氮钾养分，使土

壤养分有所增加。施用碱性物质会加速含碳有机物的转化，增加土壤含氮量，促进有机质的分解
[34]
,增加作物对养分的吸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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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降低土壤中磷元素。 

张曦等
[35]
研究发现大量施用碱性物质如石灰，会导致土壤板结、土壤养分元素失衡。本试验的土壤调理剂是孔径在 5～2000nm,

颗粒较小，吸附能力强，具有巨大的表面，易在土壤中分解与土壤融合[23],有利于增加土壤小粒径团聚体。土壤调理剂对土壤质

地的影响，主要与材料本身的颗粒大小有关。任玉森等[36]研究发现硅肥具有枸溶、缓释、不破坏土壤结构等特点，但也有研究

表明长期添加可能会导致土壤结构的破坏[37],虽然本试验中施用调理剂没有显著性改变土壤质地和团聚体，可能与施用量和时间

有关，但是需要注意长期施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靳辉勇等[38]也发现施用过量调理剂可能会影响土壤结构，应适量添加。 

土壤微生物对重金属离子的抑制或激活作用比较敏感[39]。本研究中发现施用土壤调理剂增加了蔗糖酶、酸性磷酸酶和真菌，

但降低了脲酶、过氧化氢酶、细菌和放线菌。研究发现当土壤微生物数量减少时，酶的活性降低，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40]

。董晓

伟[41]试验发现牡蛎壳土壤调理剂在一定程度抑制了脲酶活性，提高了蔗糖酶活性，与本试验相似。李集勤等[42]研究结果显示，

施用矿物质调理剂降低了土壤的转化酶、磷酸酶、脲酶和脱氢酶等酶活性，这可能与施用矿物质土壤调理剂提升土壤 pH有关，

从而导致某些酶类活性减弱。试验中土壤调理剂施用量与脲酶和过氧化氢酶呈显著负相关。施用土壤调理剂通过影响土壤理化

性质、土壤质地和微团聚体，会改变土壤养分和结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壤微生物生存环境，提高部分微生物活性，但也会

抑制部分微生物。施用量与土壤微生物关系可能是因为较高或较低的钙、镁、硅等抵抗重金属镉的同时改变了土壤微生物种群

构成。 

3.2 土壤调理剂对土壤有效态镉和糙米镉的影响 

水稻对镉的吸收除了受土壤中镉含量的影响外，还受到土壤 pH值、有机质、阳离子交换量以及离子间作用等多因素的影响
[43,44]

。施用土壤调理剂可以改变土壤理化性质及微生物环境，从而影响土壤中镉的生物有效性，本研究中施用土壤调理剂后土壤

有效态镉和糙米镉均有不同程度降低。研究表明糙米镉与土壤有效态镉呈显著正相关[45],糙米镉和土壤有效态镉与土壤 pH 值呈

显著负相关[46],土壤 pH是影响土壤中镉有效态和水稻吸收的主要原因[47]。该土壤调理剂可以增加土壤中 pH值和阳离子含量，释

放出大量质子促进了土壤对镉的吸附，且沉淀作用加强对镉离子的吸附力，有效降低土壤中镉的活性和迁移性[48]。另外，硅、

镁等能促进农作物正常生长，能增强作物抗胁迫的能力，能有效阻隔重金属镉进入稻谷[22],土壤调理剂的主要组分 SiO2可以形成

Cd 的硅酸盐沉淀，降低土壤有效态镉活性。土壤调理剂具有大比表面积和表面官能团等，可以通过吸附、沉淀等方式能吸附周

围土壤中镉，可改变其附近土壤中镉迁移和转化行为。Liang等[49]研究表明硅可以在水稻根系或茎秆内皮层以及木质部沉积，抑

制重金属由质外体从根系向地上部运输。土壤调理剂对糙米镉的影响，不仅通过降低土壤中的有效态镉，而且通过影响镉水稻

根、茎和叶的分布，降低镉进入籽粒[50]。 

本研究结果表明土壤有效态镉和糙米镉钝化效果随施用量的增加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在一定施用量范围内(3000～

4500kg·hm-2)降镉率随施用量增加而增加，可能是其对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状的改善作用逐渐增大，但随后继续增大调

理剂用量，对土壤和糙米镉钝化效果反而降低，这可能与高用量调理剂对土壤养分循环、微生物酶活性和微生物多样性等产生

的负面效应有关，有效磷、脲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与施用量呈显著负相关也进一步表明了高用量调理剂减弱了对土壤和糙米镉

修复效果。当处理增加到适宜施用量后，土壤环境指标有明显提高，此时在糙米镉降低率各处理中较高，继续增加用量后土壤

指标甚至出现了下降，表明此时的施用量水平不利于降低糙米镉，这可能与不同环境因素之间的供应比例失衡有关。虽然试验

中土壤调理剂镉含量符合标准的限量要求，但高剂量调理剂仍有加重农田土壤重金属镉的风险。 

试验中各处理均没有达到农产品污染物限量标准的要求(0.2mg·kg-1),可能与试验田镉含量本底值较高有关，同时施肥、农

药及大气沉降仍可能带来一定污染，从而减弱调理剂的修复效果。试验中施用土壤调理剂糙米镉降低了 7.69%～64.10%,其中 T2

和 T3 处理糙米镉含量显著低于对照，说明该调理剂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糙米镉富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其钝化的稳定性和时

间效应也需要进一步试验明确，同时采取低积累水稻品种、水分灌溉模式、叶面阻隔剂等措施相结合。继续加强土壤调理剂对

镉污染土壤钝化修复研究，综合利用各种现代分析技术对其机制作出解释，并对长期修复效果进行评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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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调理剂施用量较大，其推广难度也较大，且物资施用成本高。该土壤调理剂市场批发价为 100kg400元左右，对应 T1、T2、

T3、T4 和 T5成本为每公顷 6000、12000、18000、24000 和 30000 元。综合镉污染修复效果，对土壤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经济

成本，以 T2处理效果最佳。 

4 结论 

(1)施用土壤调理剂可以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提高土壤养分含量，但对土壤质地和微团聚体影响较小，抑制了脲酶、过氧化

氢酶活性、细菌及放线菌数量。 

(2)相关性表明：土壤 pH 值、阳离子交换量、碱解氮和速效钾与土壤调理剂施用量呈显著正相关，而有效磷、脲酶和过氧

化氢酶活性与土壤调理剂施用量呈显著负相关。 

(3)通过改变土壤理化性质及生物环境，施用土壤调理剂降低了土壤有效态镉和糙米镉含量，但与施用量相关性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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